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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体性与非历史化：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

———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视角

高照成

【提　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强调民族主体性，同时认为只有以历史主体性话语对文本
进行阐释，才能揭示文本的意义。夏志清运用 “新批评”与自由主义观念，在其所著 《中
国现代小说史》中肆意评判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因而使得阐释
主体与被阐释的中国文本之间没有形成历史主义主客体关系。特里·伊格尔顿称这种批评
为 “个体自由主义”的现代复归。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主张以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体性来揭示
文本意义，才是真正具有现代价值的阐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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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应主要聚焦于
以下两点：第一是阐释主体的历史性，即文本
阐释是与文本时代相适应的阐释，这是历史主
义原则。第二是阐释主体的文化身份认同，这
并不是要求阐释主体仅仅局限于本土文化之中，
也不是要否定跨文化主体的价值，而是要求阐
释主体对所阐释的文本进行民族文化与意识形

态层次的定位。域外学者可以阐释中国文本，
前提是必须对被阐释文本或隐或现的意识形态

进行合理的文化定位。
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以

反对 “强制阐释”为核心内容的 “文学本体论”
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张江认为：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实践与理论

的颠倒，具体与抽象的错位，以及局部与全局
的割裂等。①当然，在提出对 “强制阐释”的批
评意见之后，我们还需回到文学文本自身，以
“本体阐释”的方法来分析评判具体的文学文
本。因此，尝试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也是最为重要的理论形态之一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曾产生较大影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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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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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有必要再
次进入我们的阐释与批评视域。

一　 　 　

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在本世
纪初才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其英文版其实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就完成了。为了确保对
其阐释的客观公正性，这里有必要先对当时的
理论批评话语略作介绍。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直至
二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文学
与美学批评曾经在欧美学界相当盛行。但在随
后的冷战时期，所有文学文本的 “倾向性”与
意识形态批评被 “淡化”。特别是 “新批评”在
英美批评界占据主导地位期间，其他社会批评
和文化批评都遭到排斥。直到１９８１年詹姆逊的
《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Ａｃｔ）出版，它标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阐释学的正式登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与经济生产的历史关联观念，从社会象征意义
来阐释文学文本，是詹姆逊开创的马克思主义
阐释学的核心观念。随后他将马克思主义阐释
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 “后现代主义”文化、艺
术，包括电影、绘画等与晚期资本主义关系的
研究。特别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是，詹姆逊关
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其实是其１９８５年在北
京大学的讲演。① 随后发表的 《后现代主义与消
费社会》（１９８８年）更为全面地建构了这一阐释
学的体系。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学者特里·伊
格尔顿 （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等人也介入阐释与叙
事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相互呼应，共同
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流代表。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出现的语境是上世纪８０
年代 “理论批评”的衰落。１９８０年代初期，曾
名噪一时的理论批评代表人物福柯、巴尔特、

拉康等纷纷离世，似乎预示着昔日的理论飓风
渐趋平息。也正在此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悄
然兴起，并从２０世纪的理论批评中汲取了丰富
养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影响甚大的批评观念。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２０世纪理论的汲取首先
表现在对阐释学的取用上。阐释学在２０世纪成为
一种重要理论批评流派，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
（Ｈａｎ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ｕｓｓ）等人提出的 “视界融合”观
念曾引起极大反响。但不同的是，前者直指文本
的意识形态阐释，并且将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主
义原则相联系；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 “永远历史
化”。其次，这种批评观念也不同于伽达默尔的哲
学阐释学。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依
据，虽然也提倡一种历史主义观念，但是主张解
释者是以历史的 “参与”为 “中心”，理解的关键
是 “从过去之中看过去”，即理解是一种事件与运
动，是历史自身的一种转换活动。而詹姆逊则指
出，文本当然是一种已经读过的东西，而我们所
要作的并不只是阐释文本，而是要 “通过前此阐
释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或者———如果是崭新的文
本的话———通过由继承的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
读习惯和范畴来理解它们。”② 这正是他所说的
“历史主义”方法的关键，显然是以文本阐释为
核心的一种历史主义观念新建构。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针对阐释的评价，即

对文本阐释的阐释。理解了这一道理，我们就
会明白下文中采用历史主义方法对 《中国现代
小说史》所作的阐释不同于其他已有批评。马
克思主义阐释学要求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

境之中，阐释的主体并不是任何一种阐释理论，
而是阐释学主体性自身。阐释主体只存在于阐
释语境之中，这是一种历史性主体，而不是一
种无处不在的理论主体。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的方法论则是广泛借鉴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
说以及拉康的主体性理论，在文学史阐释中借
鉴了弗莱的原型批评学说等，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卢卡奇的整体性观念、阿多诺的 “否定辩
证法”观念等都进行了有机融合。其中心是将
马克思的 “历史”观念建立在一种比经济生产
更加广义的 “总体性质”的历史现象之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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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深层的历史动力之中。①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着重强调三
点。第一是从历史政治的视界对文本进行的诠释，

特别重视以符号学的行动理论对 “个性化作品”

进行解读。詹姆逊曾经以莎士比亚的 《麦克白》

为例，说明该剧主题是表现宫廷对于叛乱的胜利。

第二是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特性，詹姆逊曾用
“意识形态游戏”等观念来分析文本。第三是阐释
学主体性的建立，这种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与
詹姆逊互为呼应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

顿也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以
文本阅读为主要阐释方法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哲
学”上。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文本阐释观念既明确
又极具实践性，这尤其体现在诠释的 “历史主体
性”方面。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历史主体性问
题正是本文讨论的中心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长期坚持一种文本主体论，但这种文本主体论不
同于苏联学者的 “作者作品的历史社会分析”。因
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
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② 这一点是与后来的
苏联理论家的解读相去甚远的。

二　 　 　

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为英文，

１９６１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５年由复旦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２０１４年５月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再版。海外学
者王德威曾赞誉夏氏的这本小说史 “全书体制
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现代中国文学文
化研究的学者及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
料”。③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部被某些学者评价甚
高且流行甚广的论著中，阐释主体性与文本之
间的历史主义对象化关系却未能很好地建立，

导致了小说史作者本人的一些 “意图谬误”。袁
良骏曾对夏志清的这部史作予以较多肯定，但
同时指出它存在的一些局限：第一，在不少地
方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往往以反
共或拥共作为作家的评价标准。第二，遗漏的
作家作品太多 （恐怕主要是资料方面的原因）。

第三，具体分析中也有不少褒贬失宜。第四，
某些文学观念 （如宗教之于文学）上的矛盾或
不周。④ 的确，这部小说史虽名为 “史”，但并
未能最大限度地涵盖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和作品。
全书只是对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５７年间的中国文学包括
鲁迅、叶绍钧、冰心、凌叔华、郭沫若、茅盾、
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张爱玲、钱锺
书等大约二十位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如果仅
从文本结构来看，它被称作一部 “作家论”更
为合适，赞其 “体制恢宏”实有过誉之嫌。
至于有的学者称其 “见解独到”，则与主体

性的关系就紧密得多。可能这与作者所推崇的
“新批评”家们的小说评论，特别是奥尔德里奇
（Ｊｏｈｎ　Ｗ．Ａｌｄｒｉｄｇｅ）的 《现 代 小 说 评 论 选》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ｃｔｉｏｎ，

１９２０—１９５１）有关。夏志清的这本专著出版时，
“新批评”盛期已过，之后不久就淹没在了结构
主义、女性主义等新出现的批评方法之中。可
能正是由于意识到了形式主义的局限，夏氏必
须另寻一种能支持其阐释的思想观念，这就是
所谓的 “自由主义”。然而，这种 “自由主义”
显然不足以支撑起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构。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任何对文本的阐释都有自
己的主体性。但问题在于主体的观念是否与文
本客体之间构成历史语境中的对象化关联，这
是揭示文学文本中 “掩蔽”的意义与价值的先
决条件。夏志清用当时美国已经过时的 “新批
评”方法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些类似于詹
姆逊所说的用西方理论来解释 “第三世界寓言”。
因此，夏志清以西方形式理论与自由主义主体性
来阐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用西方价值标准和审
美眼光来评判中国爱国作家抗战作品的做法，显
然是无法令人认同和信服的。当时的中国进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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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夏志清之间，一个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
体性，一个是西方形式主义的阐释主体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已经超出了 “自

由主义”，甚至含有后殖民思想的批评观念？其
实这正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介入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文学批评时的一种必然走向。特里·伊格
尔顿在抨击后现代主义复归时，曾经指出一种
有趣的现象，就是后现代主义拾起了 “自由主
义”的口号，以绝对的个性自由来对抗所谓的
“文化权力”（包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见
解）。他认为：“而后现代主义却接着把这一切与
公有社会主义的敌人，自由主义的最糟糕的东西
结合起来，它对自由主义的公正、平等和人权等
伟大主题几乎毫无兴趣，…… 所以它只能依靠现
代的或否定性的自由观念，这就是一种 ‘做自己
的事情’、没有自由主体的意志自由主义。”① 虽
然伊格尔顿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形式主义的新批评，
但是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晚期阶段中，后现代批
评家们滥用自由主义思想，并且用来对抗国家与
民族主体性的做法是有其世界性广泛表征的。最
明显的就是 “殖民地”对 “宗主国”思想的模仿，
这种模仿用所谓的 “个性化”、“自由性”来对抗
“暴力”与 “共产主义”。
用伊格尔顿的上述观念来评判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入木三分。用西方自由
主义观念批评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这些
中国现代 “共产主义”作家时，只能是用 “现
代的或否定性”的观念。而对于中国小说家的
艺术观念而言，夏志清要消除的就是 “感时忧
国”的传统观念。因此，批评鲁迅等 “感时忧
国”的进步作家，而推崇张爱玲等 “自由主义”
的作家，成为其 “小说史”的核心价值评判。
令人不解的是，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附录
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夏志
清认为中国大陆作家如杨朔等 “表面极力褒奖
大公无私的英雄人物，实则在他畅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远景时，寄托了些自己心中尚隐藏的个
人幸福美梦。他被迫放弃督导社会的责任，但
他却不能完全抹杀人性的要求”。②

夏志清的上述说法似乎是对 “中国大陆作
家”心理世界的无端臆测，也是对其本人时而

肯定、时而否定的 “感时忧国”精神的最终摒
弃。通览 《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给人的感
觉是作者的否定性话语大都是针对他所认为的

“共产主义作家”的，而批评的锋芒却直指 “感
时忧国”，说到底，就是有意无意地抨击了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共产主

义理想的作家作品。而夏氏本人曾坦言，他的
著作中 “除了 《中国古典小说》英文本外，大
半书里多反共论调”。③ 可见意识形态成见的确
是潜伏于其著述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建构对象化关系并不是指阐释主体必须与

被阐释的文本同属一种语言，虽然两者同属一
种语言体系则会产生自然性关联。英文中的克
利安思·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分析海
明威小说的 《邪恶的发现： 〈杀人者〉分析》
（１９４３年）是 “新批评”派的佳作，当然依赖于
英语语言文学符号内在形式的自然性关联。④ 但
是，语言的自然性关联并非唯一的关联方式，

并不排除跨语言文化体系但是又有对话性的批

评名作存在。特里·伊格尔顿近年来的著述便
显示出其在跨文化阐释方面的出色表现。在

２０１３年出版的 《如何阅读文学》中，他认为贝
克特的 《等待戈多》中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这部通常被认为与历史政治绝缘，用来描绘永
恒的人类境况的戏剧就在开始对现代最伟大的

政治事件之一，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行了含沙射
影式的讽寓”。⑤ 他指出这部名剧其实玩了一个
不太光明的小伎俩，借用弗拉季米尔这个姓氏
来暗指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等待戈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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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世界各国长期公演的戏剧，竟然有这样的
暗喻。如果不是伊格尔顿的提醒，大多数读者
可能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阐释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跨越语言与

文化，而在于阐释的主体性。夏志清等海外华
裔学者们的中国现代小说阐释，虽然用英文出
版，但并非完全的 “跨语言与文化”。其中的思
想观念却是需要加以仔细讨论的。他推崇形式
主义的 “新批评”方法，但是在涉及具体文本
的思想时又提出：品评作家最高价值的是其作
品中体现出来的 “道德与信仰”，并且将 “共产
主义小说”视作有悖于 “道德与信仰”的无价
值的小说。如此不仅暴露出作者理论观念的混
乱，而且书中的一些概念界定也不够明确。如
该书第十一章的标题为 “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
小说”，在讨论该阶段 “三个有代表性的作家：
蒋光慈、丁玲和萧军”时说： “在他们的作品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左派小说的文艺品
质和宣传主题的例证。这三个作家代表着自

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这一时期左派小说的趋势：无
产阶级化、革命的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及反
日本帝国主义。”①

什么是 “共产主义小说”或 “左派小说”？
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极为罕见的混乱概念，是
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作品？还是

泛指当时的 “共产党作家”之作品？此外还有
“新写实主义”，它是指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方
法还是其他？有关概念不伦不类，几乎让人怀
疑它们是否出自一部小说史著作。而全书基本
上是一部作家评论集，缺乏应有的文学史语境
和内在结构。这些作家论如果不是被放置在三
个历史时期，从其文本分析中几乎看不出相应
的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语境。最重要的是，文
本的意义与价值如何由主体阐释来揭示几乎令

人茫然，全书内容似乎更像是作者个人的读后
感之汇编。因此，海外学者王德威所称的该书
“体制恢宏”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吹捧之词。
此外需要提到的是，这本书被评价最高也

是作者最为得意的是 “发现”了张爱玲与钱锺
书等作家，对此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夏志清
的 “发掘”之功的确不可否认，至少让中国现

代文学史记住了作为著名学者的钱锺书同时也

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夏志清的 “发掘”对于
中国文学史的多元化呈现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其偏颇之处也是明显的———钱锺书与张爱玲
两人无论在个人才赋还是政治追求方面都不存

在可比性。钱锺书先生虽然并不是 “共产主义
小说家”，却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真正具有忧
国感时的中国传统文人品格。其小说作品 《围
城》虽并不刻意追求中国传统小说技巧，但同
属感时忧国之作。它以典型的生活环境与人物
命运，以作者之目睹耳闻，再现了旧中国遭受
日本侵略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悲哀多难之

国情。这与张爱玲的 《金锁记》等专注于个人
遭际和儿女情长的小说作品有着明显不同的志

趣。然而，夏志清不仅想当然地认为张爱玲的
“《秧歌》已经是本不朽之作”，② 更是把其 《金
锁记》推崇为 “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
说。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
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
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谨严。…… 《金锁记》
的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③从夏志清
的这些随意褒贬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毫不

掩饰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阐释中国文学作品

时的西方主体性——— 《金锁记》之所以受到他
的高度评价原来是由于其作者 “受西方小说的影
响为多”———意即较为成功地与中国小说传统进
行了切割！夏志清本是学英国文学出身，他自己
也坦言 “自己文言根底不够深厚”，④ 但其何来
的勇气对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整体否定呢？想必又

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作祟吧？

对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偏见甚至使得夏

志清偏激地认为 “大陆学人、文艺工作者，其
知识之浅陋，众所共知……大陆学人，在中文
期刊上发表些研究报告，批评观点逃不出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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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① 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 “中译
本序”中，夏志清也特别提到：“《子夜》一直
被评家称为茅盾最伟大的杰作，我偏认为它比
不上他早期 《蚀》《虹》和后期 《霜叶红似二月
花》这三部长篇。《猫城记》这部小说，老舍自
己认为写得不好，当时评价也不高，我偏要加
以重视。三十年代丁玲的……作品，实在一篇
也说不上是佳作。”② 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民族
主体性已经被西方价值观念置换的华裔学者，
夏氏的文学审美趣味和评判标准已大大偏离了

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其所谓 “优美作品之发现
和评审”的标准也显然是完全西方化、主观化
和意识形态化的，几乎无客观性可言。
因此，在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评判中，

被西方价值观念置换了的海外华人的主体性与

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具有理论观念、批评方法及
审美意识的根本不同，由此形成阐释意义与价
值的差异。这种差异不限于文本，也会延及作
者。虽然 “新批评”其实早已经通过对作者的
“意图谬误”来否定曲解作者意图的批评 （后来
的结构主义者又提出 “作者死了”）。而 《中国
现代小说史》对作家评论的偏颇，特别是对鲁
迅及 “共产主义”作家群体如茅盾、老舍、丁
玲等人的评价中，也正是屡次用 “意图谬误”
来指责普实克 （Ｊａｒｏｓｌａｖ　Ｐｒｕｓｅｋ），为自己抨击
中国进步作家或是 “共产主义作家”（其中不包
括张天翼，夏志清在反驳普实克批评自己的 “自
由派”思想时，不断强调自己是 “文本中心”的
“新批评”观念。于是，他有时又用张天翼来作
为自己肯定 “左派作家”的证明，显示自己批
评鲁迅并不代表反对 “左派作家”）辩护。③ 但
他仍然忍不住写下对鲁迅的真实看法———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他也对自己对鲁迅作
品的误读进行过检讨，坦言自己对鲁迅的作品
“确实评价过低”。④ 但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
“鲁迅”章的结尾处他也直言： “鲁迅特别注意
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
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
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
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
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⑤

笔者认为，以上引述的夏氏对鲁迅的看法，

正是他本人所抨击的普实克式的 “意图谬误”。

鲁迅反对 “传统恶习”，这本身就是十分含糊地
表述。什么是 “传统恶习”？是指中国的封建传
统？还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共有的不良习惯？

如果是后者，当然不适用于鲁迅。如果说是前
者，则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本身就前后不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评论 《阿Ｑ正传》时已
经说到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非但代表一种民族
的弊病，也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觉醒，这是近代
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关心的一点”。⑥ 这自然是作
者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感时忧国”传统，

鲁迅对封建社会与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是大家共

知的。但是他紧跟着又批评鲁迅 “鼓励粗暴”，

指责鲁迅作品中 “非理性势力猖獗”。其实这里
并不是说鲁迅，而应是影射中国现代社会革命
行为的。如果从阐释主体性来看，这就是近现
代中国的进步力量与封建落后势力及外国侵略

势力之间的斗争。这正是夏志清阐释的主体性，

他所说的 “新批评”形式论与利维斯之 “伟大
的传统”，都仍然是一种唯美主义的形式论。而
其理论观念则是西方流行的古典自由主义，这
种自由主义观念一直在文学批评中占据重要位

置，在其后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中仍相当流行。

归根结底，阐释主体性之间的差异，最终
决定了阐释所能揭示的文本意义与价值。形式
批评的主体观念决定了其必然远离反映中华民

族历史文化的文学文本。夏志清从 “新批评”

中借用来的核心观念 “意图谬误”，是美国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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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派学者提出来的， “意图谬误” “将诗与
其生产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
原因中推衍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评和
相对主义”。① 从该观念的本义来说，夏志清的
“小说史”对鲁迅作品及其他 “共产主义小说”
的阐释恰恰是一种较为典型的 “意图谬误”。因
为他的阐发正是 “从心理原因”中来推衍的，
如批评鲁迅 “鼓动粗暴和非理性势力”。其实这
种做法当年刚一提出就遭到过批评， “新批评”
派的著名学者布鲁克斯曾直言 “意图谬误”其
实本身就是一种 “谬见”。笔者无意逐一细数
“小说史”中的一些不太合适的表述，但需强调
这样一点：只有当阐释主体与文本之间建立起
对象化关系时，才能揭示出文本的真正历史价
值所在。文本本身并没有 “谬误”，只是阐释主
体的局限性才会导致对文本认同的谬误。
正如陈众议研究员所指出的：“过早地放弃

民族的认同感是非常危险的！”②从马克思主义阐
释学角度来看，西方共时性的形式化批评并非

不能用于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但在阐释中却不
可回避历史主义基本原则。詹姆逊更是提出：
“永远历史化！”③以笔者的理解，历史化就是主
体与文本间的对象化，也就是民族文学之主体
性的认同；因为这种对象化的语境只能是历史
的，而不是形式的。形式只有在作为历史的形
式下，才会有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以西
方自由主义观念来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语境中的

作家作品，也显然有悖于中华民族的基本认同。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中国计量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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